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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组织化：一个村庄秩序重构的行动逻辑
——以 A 村徽商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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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村如何再组织起来，已然型构为乡村建设行动的重要现实课题之一。乡村的再组织化是实现乡村社会秩序重

构的集体行动依托。基于组织赋权—资源集聚—自愿参与的三维行动，得以构建出“再组织化”的分析框架，型塑为乡

村振兴战略在地化的治村理论逻辑。文章以 A 村徽商会为案例研究对象，实证发现：基于党建引领下架构了运营框架以

及创建考核制度，促成组织赋权行动；通过农民技能培育与拓宽市场渠道，促成资源集聚行动；依托于多方家庭关系与

故土情怀的互动合力，促成自愿参与，最终再组织化集体行动，促成了村庄治理秩序的重构，以期促成乡村全面振兴。

关键词：乡村振兴；再组织化；秩序重构；集体行动

中图分类号：D422. 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16X （2023） 05-0106-09

一、问题的提出  

进入新时代，加快推进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发

展，关键在于乡村振兴的战略行动。学界普遍认

为激活乡村个体的组织化是促成乡村治理现代化

的关键，其作为实现乡村秩序重构的重要依托和

行动载体，进一步激活农民主体性的再造，从而

增强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最终得以构筑出多元

主体的共生共在秩序。根据 《2021 年农民工监

测调查报告》 数据显示，全国农民工总量 29 251
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与本地农民工之比为

1. 42∶ 1；外出农民工规模达到 17 172 万人［1］。

由此可见，当前乡村场域空间中青壮年人口的外

流较甚，进一步表征出乡村空心化现象较为显

著。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关键

在人”。也就是说，以主体性观之，促成乡村的

可持续现代化发展，必然需要依靠人，也需要发

挥乡村人民群众的主体性作用。因此从这个意义

来看，“如何把人组织起来”是乡村振兴战略在

地化实践的重中之重，当然其更是一项难度颇高

的社会系统工程。诚如贺雪峰认为：“将农民组

织起来是实行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前提［2］。”从

目前社会实践调研来看，多数的个体农民被归类

为细碎化的个体。但是，以历史视角观之，人民

公社正是一种正式制度安排，使得一个个农民个

体“被组织起来”；而从集体经济制度走向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的历史变迁过程恰恰表征为乡村个

体正是从“组织化”走向“去组织化”状态。长

此以往，乡村场域空间中的人、财、物演化为单

向度的城市发展逻辑，进一步向城市场域空间得

以集聚。从目前调研情况来看，相当一部分的乡

村从属和依附于城市的现实情景。这一系列的现

实逻辑都在某种程度上表征出乡村共同体的式微

詹国辉 . 再组织化：一个村庄秩序重构的行动逻辑——以 A 村徽商会为例  ［J］.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3，22 （5）：

106‐114.
ZHAN Guohui. Reorganization：  the governance logic of the reconstruction of order in a village——taking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of village 
A as an example ［J］.  Journal of 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2023，22 （5）：106‐114.
DOI：10. 13842/j. cnki. issn1671‐816X. 2023. 05. 012

收稿日期：2023‐05‐08  修回日期：2023‐06‐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数字官僚主义’及其治理机制研究”（22CGL036）
作者简介：詹国辉，研究方向：基层治理与数字治理研究。



詹国辉：再组织化：一个村庄秩序重构的行动逻辑——以 A 村徽商会为例

和乡村本体性价值的消解，乡村主体性呈现离散

化之态，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演化为“无主体熟人

社会”之图景，那么乡村场域内的再组织化行动

就更难以有效可持续维系［3］。因此，只有更好地

组织起来，才能有助于更好地应对乡村公共风险

和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

从应然视角观之，乡村个体本应作为乡村振

兴事业的直接参与者和完全受益者，其主体性发

挥程度事关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高度，因此

重塑农民主体性是推进乡村振兴在地化实践当中

的核心议题。尽管不同学者针对重塑农民主体性

的实践路径做出思考，但是基本上沿着一种外部

干预的自上而下的逻辑思路得以开展［4］。正因如

此，主体性作用的发挥需要根植于组织化的行动

作为实践载体，而非离散无序的小农状态。此

外，组织化是乡村公共性的天然载体。然则从目

前乡村建设调研反馈来看，农民去主体性的表现

之一就是去组织化。缘何如此，一方面源于裹挟

市场化的乡村经济现代性的不断侵入，另一方面

碎片分散的小农难以应对数字技术逻辑的冲击。

如上种种，都在一定程度上致使乡村共同体和乡

村价值进一步的消解与离析，其结果是乡村往往

呈现出低组织化，甚至去组织化状态［5‐6］。事实

上，正是这一情景，使得乡村主体既无法有效对

接市场资源，又无法有效承接政府资源。或者

说，正是这一组织化缺失的结构性困境使得亿万

农民群体成为“弱势群体”。因此，从这个意义

来看，尤其面向当前社会治理重心向乡村下移的

现实情境下，如何将农民组织起来才是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良性前提。

基于上述实践与理论背景，本研究得以立

论，即通过对乡村的主体性重塑，实现其再组织

化过程，从而有效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和基层

治理的实现。那么问题来了，乡村的再组织化何

以可行？乡村再组织化行动的实践逻辑又呈现何

种可能样态？

二、文献综述  

乡村社会组织化问题一直是乡村治理研究的

重点，也是一项研究难点。之所以这么说，原因

在于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在地化实践的不断推进，

以美丽乡村、数字乡村振兴等一系列乡村建设的

制度安排，乡村社会何以“被组织化”日益被学

界和实务界所争论［7‐8］。然而，我们在梳理和厘

清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的研究脉络就会发现，乡

村社会的组织化并非当下乡村治理研究的新问

题，事实上，早在 20 世纪初期以梁漱溟为核心的

乡村建设派就在深入乡村，以乡村建设为乡村教

育的实验内容，倡导科学治理与文化治理，以提

升村民个体文化素质，通过思想的改进以求乡村

社会的发展。但是如若去深入观察如上的乡村建

设运动，其内在裹挟了合作思维，以一种乡村合

作式发展的集体行动为主，成功创造出了“新团

体组织”，最终更倾向谋划出乡村建设与乡村运

动的实践有效［9］。由此看出，当时阶段下的乡村

建设运动就已然希冀于“乡村的组织化”路径，

以 求 极 大 促 进 乡 村 建 设 与 乡 村 治 理 的 科 学 有

效［10］。然而当前的乡村治理结构性障碍并不是

“乡村民众有没有组织”，抑或是“乡民自身愿不

愿意有组织”，关键的问题在于乡民如何找寻出

一 种 有 效 的 组 织 方 式 ， 以 促 乡 村 治 理 的 集 体

行动［11］。

目前学术界关于“乡村组织化，抑或村民组

织化”的横纵向研究，通过梳理可以发现，主体

研究大致集中在几个方向。

一是经济学视角下的乡村组织化研究。即，

从个体村民与市场间的组织化关系，进而型构出

农村合作社组织、中小型农场等等经济形态的合

作组织。其实质无非是建立在小农户与大市场组

织的一种有效“合作对接”性质的组织形态［12］。

这一组织化研究自从 1978 年改革开放以后就已经

在探索和深化这一研究，尤其是在对“农地制度

改革”“农业规模经营”和“农业产业化”“非农

化”等主体内容下形成大批量的农业经济学研

究［13］。事实上，这类研究已然达成了共识，即个

体村民通过加入抑或参与合作社等组织，从而实

现个体农户的再组织起来的问题［14］。

二是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视角下的乡村组织

化研究。这类研究主要是将村民纳入到集体成员

去考察乡村集体行动。目前的主流观点有如下：

一则是强化乡村社区内部的村民自治组织建设，

使得其“制度设计者当初为其设计”能发挥出应

有的基层自治的功能［15］。二则观点是在现有的乡

村组织形态 （乡镇政府—村委会—村民小组）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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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建立出能够代表村民利益的乡村组织。更多的

时候是通过其“重建乡村协会”，以此来解决乡

村治理问题［16］。一旦成立了农民组织协会，就可

以促成村民之间的良性集体行动，如此才有可能

进一步与基层政府进行对话和协商。三则是有学

者认为“有了国家的资源收入，这种资源输入可

以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同时又可以与农民自

下而上的需求相对接，则即使在农村人财物大量

流 出 的 背 景 下 ， 农 村 仍 然 可 以 大 体 上 保 持 稳

定［17］”。可见如上观点，既肯定了第一方面观点

的基层组织建设，又客观承认乡村治理的制度化

改革 （除了基层政权组织以外的乡村组织协会的

建设）。换言之，在现有乡村基层政权组织建设

的既定结构不变的情况下，进行有组织化功能的

调适与转换［18］。

然而多数文献和历史资料表明了国家力量对

乡村社会的完全把控已然呈现出不可持续之效

应。随着 20 世纪改革开放浪潮的掀起与全面推

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大力践行，国家力量

在乡村社会场域空间被极大削弱，甚至在乡村社

会部分领域得以退出，这一阶段下乡村场域呈现

出“组织化”的多元形态，组织化的治理与发展

路径不只是前一段的自上而下的他组织建构逻

辑，由此开展了乡村社会组织的重构阶段［19］。事

实上在这一历史发展阶段，人民公社体制的解

体，乡村治理的真空现象再度发生，乡村自组织

力量得以勃发；另一方面，乡村社会内部的传统

宗族面临着复兴。此外，在部分发达经济区域的

乡村发展过程得益于乡镇企业的经济辐射，甚至

演化出“单位化的村庄”。由如上关于乡村社会

的组织化发展及其历史逻辑，可以发现“乡村组

织化”过程仍然是由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在此结

构空间相互互动与博弈，而这如上的两种力量和

机制并非泾渭分明的行动图景，更多时候是展示

出交相融合的互动机制。

三、分析框架的构建：组织赋

权、资源集聚与自愿参与  

组织行为学视角观之，任意一个组织的生存

必然要与周围的环境达成平衡关系，两者之间始

终呈现出的是相互依存之关系。换而言之，要使

得组织能够得以持续发展，需要依托于环境能量

场来汲取能量［20］。由此可见，组织对环境，抑或

环境对组织，两者之间的认识通常被视为互动过

程。那么在此情景下，组织主体依托于多元化行

动逻辑和方式来调整和优化其对环境的依赖程

度。由此可见，其内在的逻辑焦点在于组织赋权

下的资源依赖，因此其核心假设在于组织与其面

向的社会环境的互构行动之中，会依托于环境资

源来促成再组织化行动与发展。

（（一一）） 组织赋权　组织赋权　

从组织学视角观之，“赋权”的本质就表征

出基层政府主动赋予第三领域的组织或部门的应

有的业务职能与社会资源，尤其在此关键阶段中

要有效让渡部分执行性与服务性的业务工作，以

期能够促成组织的长效性发展动力与能力［21］。或

者说，对于乡村社会组织而言，正是因基层政府

对其的不信任，往往就需要构建应有的组织赋

权。但是在此就可能伴随着行政限制，进而致使

组织赋权呈现“不完整、不稳定”之态。那么对

于共处同一行动场域空间的参与主体而言，其始

终处于被动与从属之角色。

当然，在组织赋权行动中的前提是要获得基

层政府的“承认”。这种“承认”更多时候体现

在业务领导重视以及基层政府的政策支持，进一

步表征出要有效释放体制空间，以此获得基层政

府的非正式制度保证。由此可见，组织赋权的基

础性与导向性之功能更为显著，进一步凸显出组

织的“合法性”。也就是说，从法团主义理论视

角观之，再组织化的行动主体更多时候来自于基

层政府及具体执行基层行政决策的村两委，其通

过将组织利益与国家决策得以结合，来赋予乡村

社会组织“合法性”［22］。那么在本研究中亦是如

此，A 村“徽商会”这一组织地位的合法性获得

图 1　理论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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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当地基层政府以及村两委都有着莫大的关系。

换而言之，A 村“徽商会”在其合法性的获得之

前，则应当依赖行政赋权的执行力量。在得到国

家认可的同时，必须要审视的一点是在乡村社会

组织的领头人选择、规章制度、资源投入会存在

受限，组织赋权的具体执行主体主要囊括当地基

层政府和 A 村两委。简而言之，组织空间的释放

直接体现出再组织化的行动结果，直接关乎再组

织化的基本样态与组织活力。当然，组织赋权是

再组织化行动的客观映射，更需要专业化赋能的

行动。

（（二二）） 资源集聚　资源集聚　

基于资源依赖理论视角会发现，一个组织的

本质及其生存境况如何取决于其能否汲取于环境

及其衍生资源的可行能力。与此同时，尽可能地

努力弱化对外部行动者及其资源的可依赖程度。

一旦长此以往，其可能就会难以避免陷入对资源

供给的行动者的依附，甚至会衍生异化为负外部

性。诚如制度经济学视角观之，组织资源总是呈

现出“稀缺性”之特征，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组

织都不会自发性型塑出可再生的组织资源，因而

其要与他者主体形成互构行动，才能进一步促成

组织的再生产［23］。那么很显然的一个现实是，基

层政府承担了正式制度与政策资源的有效供给。

也就是说，各类身处于乡村社会空间的社会组织

的理性选择必然是向正式体制靠拢，以促获得

“官方认可”，进一步得以实现对资源 （政策） 的

俘获［24］。那么从这个意义来说，正是因其正式组

织运作的核心逻辑，继而引致了其行政依附性的

发生。一旦乡村社会组织区隔于基层政府部门的

关系距离，就可能会对其运作行事的相对自主性

造成一定的影响，其难以从更广泛意义上代表出

组织内部各个成员一致的真实意愿。

正是本研究所论及的乡村协会组织，作为乡

村社会场域空间中的承接载体，其更能投射出村

民的广泛意愿，在承接政策与社会资源输入至乡

村场域空间时，其能够动员、团结并融入积极有

效的行动者。其结果是，既强化了社会民众对乡

村社会组织的理解和支持，又提升了组织的资源

配置效率和资源集聚效能，最终得以促成乡村振

兴项目的真正落地。由此可见，组织的集聚性是

乡村社会组织的基本特征。正因如此，乡村振兴

等国家政策及项目资源的不断输入，碎片化的个

体乡民无法有效应对，只有促成个体乡民组织起

来，才更有能力来承接国家资源 （政策）。由此

可以认为，以有组织的资源集聚行动，进一步使

得乡村治理能力得以有序提升。因组织的存在，

使得代表国家力量的基层政府与代表社会力量的

乡民个体之间的距离缩减，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消

除了中间环节和中间人角色，进而得以有效减少

乡村资源与乡村价值的损耗，进一步确保乡村振

兴资源供给的有效性［25］。事实上，乡村协会组织

作为碎片化个体的自主性整合载体，有效得以重

塑乡民个体的主体性，进一步促成乡村社会共同

体的型构。正是依托于乡村协会的组织载体功

能，在促成乡村协会组织成员的获得感更强了的

同时，还能促成较强的参与感和责任感，这便是

乡村振兴资源输入后要促成再组织化行动的原

因。诚如刘义强研究认为：“治理是一种要素的

集聚，更是一种要素的联结。没有有效的联结，

就没有有效的治理［26］。”从这个意义来看，作为

合作精神的乡村协会组织，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

为一场生产关系的变革，其行动逻辑正是以乡村

场域空间中的要素集聚行动，进而促成成员间的

利益整合，最终实现乡村经济要素的有效运转。

足以可见，乡村再组织化中的资源集聚行动是以

成员资源要素的集聚与结构整合，从而达成对组

织主体利益的相互共享。

（（三三）） 自愿参与　自愿参与　

事实上，从资源依赖理论的视角观之，任一

个组织的发展除了组织赋权以及各界资源集聚之

外，还应当凸显出行动者的自愿参与行为，尤其

是身处于同一治理空间的行动者的主观意愿。诚

如已有研究所表征出，一个良序化的乡村社会的

型塑，“不仅仅需要自上而下的国家建设行动，

还应当使得自下而上的个体参与行动［27］”。也就

是说，依托于自上而下的政策输入与自下而上的

个体乡民需求表达的互构行动，从而在乡村协会

组织中得以实现对接。正因如此，其既使得乡村

振兴政策与资源输入更为精准有效，又发挥出乡

民个体的主体性。

从实践观察会发现，要有效实现村庄社会再

组织化行动，不但需要重视内外部的资源禀赋条

件，还需要尊重乡民个体的意愿，强调乡民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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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愿参与。由此观之，只有建立在自愿参与基础

上的组织行动，才能探寻到再组织化行动的内在

逻辑，更能有效地促成乡村振兴的在地化实践。

也就是说，主体自愿是促成再组织化的主体基

础。换而言之，自愿参与是实现再组织化行动的

题中之意，更是乡村自治中的自觉性行动使然而

已［28］。因此，从这个意义来审视就会发现，主体

的自愿程度正逐渐成为影响村庄社会再组织的有

效实现程度的重要因素之一。反过来看，实现再

组织化行动则有赖于同一治理空间中乡民整体的

自愿程度。当然，进一步取决于再组织化行动单

元中自愿者的规模，即乡村再组织化行动能否形

成与自愿参与的乡村个体规模显现出极强的相

关性。

四、“再组织化”的实践行动逻

辑：来自 A村徽商会的叙事  

（（一一）） 案例简貌　案例简貌　

本部分研究中主要借助乡村组织协会的案例

来审视乡村组织化问题的研究，本部分研究的实

证案例对象主要是徽地 J 镇 A 村 （地处 WY，历

史上一直属于古徽州的管辖范围，由此其乡村文

化兼具了徽州文化的部分特质，其辖属自然村有

5 个，A 自然村和 X 村的同质性较高） 的徽商会。

徽地 J 镇 A 村及其所在的 WY 县传统历史社会一

直属于古徽州的管辖范围。但随着民国期间基层

政权的多次更迭，尤其是 1949 年后其政权归属江

西省域治理范畴。由此看出，其政权演变的过程

昭示了其 A 村“组织化”已然被“现代性”主题

所刻印了。从 A 村的长期观察来看，其乡村治理

过程以国家与社会互动视角来思考，其治理行动

的实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将其归纳为“乡村社会

组织化”的治理过程。

（（二二）） 再组织化的实践过程　再组织化的实践过程　

在法团主义理论中，主要的作用主体是政府

及具体执行政府决策的村两委，其通过将组织利

益与国家决策进行结合，来赋予组织地位的合法

性。本文中亦是如此，“徽商会”这一组织地位

的合法性获得与当地县委县政府以及村两委都有

着莫大的关系。基层社会组织应奉行当地基层政

府指导，协助党支部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部门

治理区域内日常事务，共同权衡利弊，将国家政

策挨家挨户精准投放，从而获取一定的社会信赖

度，奠定组织地位。“徽商会”亦是同理，其组

织地位的巩固依赖于所涉区县人民政府和村“两

委”班子的联结效应，并以此为根基，创造一派

符合自身成长、壮大的组织体制与章程，贯穿管

理日常工作始末。组织管理理论研究表明，高质

量成长的社会组织与资源整合再分配密不可分，

该资源既包括了人力、物力、财力、空间等有形

资源，还涉及到公众舆论、信息文化、科学技术

等非物质形态资源。综合来看，“徽商会”的合

法有序运营，一要受区县人民政府和村“两委”

班子等执行主体监管；二要合理配置并灵活运用

数字技术、绿色耕地及市场营销资源；三要适当

疏导农民负面情绪，带动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种养大户、农机大户、村集体合作社、“徽商会”

干部及成员等人群的积极性，将产业链拧成一股

坚不可摧的力量，最终夯实筑牢乡村社会，迈上

振兴之路。故此，笔者认为“徽商会”、区县人

民政府和村“领导”班子三者并非相互独立、各

行其是的单一个体，而是要相互作用、相互影

响，通过“徽商会”的纽带作用，打破固有组织

格局，扩大农业分工体系，扩展农民组织边界，

促建和谐共赢的农村格局。基于再组织化理论视

角，本研究依据前文的分析框架，聚焦于 A 村徽

商会的再组织化行动，其内在行动逻辑得以呈

现，如图 2 所示。

（（三三）） A徽商会为平台的再组织化行动逻辑　徽商会为平台的再组织化行动逻辑　

1.  组织赋权：搭建“徽商会”的组织载体　

J 镇党委和镇政府以 A 村现有情况为出发点，

为完善平台搭建、人员选配和工作体制推进提供

了宝贵建议，为 A 村“徽商会”的筹建保驾护

航。首先，在 A 村“徽商会”的筹备初期耗费了

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一方面，尽心竭力地为平台

出谋划策，储备专业人才、制定评估考核体系、

复盘可用资源；另一方面，运用其敏锐的政治属

性与政策感应度，助力“徽商会”创建。此外，J
镇党委还联合 WY 县及其他党政机关共同推动

“徽商会”的蓬勃发展，规范组织运营框架。

其一，架构：“徽商会”的组织运营框架。J
镇镇党委在对 A 村进行实地调研后做出研判，就

是否需要设立及如何设立“徽商会”以及是否可

在镇域其他村庄推广展开讨论，在得到肯定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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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即刻付诸实践，通过镇党委办公室颁布有利于

人才引进、项目落地、高新产业培育等方面的政

策和保障措施，推出“雁归计划”激励有志青年

回归家乡、振兴乡村经济。此外， J 镇镇党委还

在 A 村优先试行“十百千”计划 （指的是每年以

村、自然村和村小组为单位培养新型职业农民人

数，每村民小组不得少于十名，每村不得少于百

名，全镇不得少于千名）。事实上，依托“徽商

会”组织作为平台运营媒介，职业农民的“导师

制”作为再组织化行动的切入点，提供全面、精

准的职业化教育方案，从而推动 J 镇“十百千”

计划的全域推广。那么关于“徽商会”教学点选

址，可租借乡镇内或村内的会议室，企业闲置办

公场所、活动室或校内闲置教室，兴办新型产业

特色青年农民学校，结合当地优势产业和产品

线，参照“一个理论教学点，辐射多个线下实践

基地”模式，设立 J 镇总校，各个村级、坝级和

分组教学点，修缮基础设施设备，置买学习器

材，准备官方备案，制定管理章程，严格把控教

学质量。“徽商会”实践基地用于检验教学成果

优劣，经过一线工作人员的实操，达到学思践

悟、以用促学的效果。进一步来说，选优配强导

师团队，既要传授技能同时要注重德育，提升新

型农民职业素养，制定周密的学习计划和评估体

制，贴近“徽商会”创办宗旨。

其二，考核：创建教学点综合奖惩制度。 J
镇在每年对各村镇教学点的教学成果进行验收，

考查教学点的年终目标完成情况。逐校排查各分

校教学点是否有定期开展党员工作、定额增加创

业致富带头人和新型职业农民人数，对圆满完成

教学指标的分校点予以嘉奖，对未达标的分校点

下达整改意见并严令限期完成。在此基础上，镇

级总校对导师团队的教学任务和教育质量也设置

了相应的激励与惩罚机制，由学员票选“十佳导

师奖”和“最满意导师奖”，对符合考核指标且

排名前 15%~20% 的导师给予表彰和物质奖励，

并在教学点进行公示；综合各教学点的成绩，评

选“最佳教学点奖”和“优秀导师团队奖”，表

彰表现优异的校区和团队；而年度表现差、学员

信任度低、滥竽充数的导师则会面临随时裁撤的

处分，由此创建出群众满意度高、教学质量好的

高素质导师团队。

2.  资源集聚：平台组织运营获得保障　

A 村“徽商会”在 J 镇党委和镇政府的赋权

下，成为扎根农村、振兴农村产业的合法组织平

台，伴随其组织架构、运营准则和奖惩机制的建

立健全，逐步开展正式运作。在后续运营过程

中，仍需借助市场资源深化教学管理与改革。譬

如，实习合作、农技援外、交流培训和产品营销

等方面亟待市场资源的介入。而“徽商会”作为

联结教学与市场的媒介，会为学员们牵线搭桥，

试图联络当地农业龙头企业、种养大户、农机大

户、村集体合作社，争取向农村企业输送优秀学

员，获得就业机会，此举既能为新型职业农民创

收，又能促进乡村产业繁荣发展。由此可知，市

场资源受“徽商会”的影响，会产生一定程度的

倾斜，依靠集聚市场资源，又能为“徽商会”提

供相当体量的基础保障，两者相辅相成，共同促

进新型职业农民再组织的可行性。

其一，技术：农民技能培育。经由“徽商

会”选拔出 16 周岁以上的青壮年群体，要求品行

端正、无不良嗜好、政治觉悟良好，可以是农村

青年党员、返乡创业大学生等适龄知识青年，也

可以是退伍军人、致富能人等有阅历的社会人，

图 2　A村徽商会的再组织化实践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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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其年龄、技能水平和实际需求差异，分班分

类教学。根据当地风土人情和土壤特色，设置知

识性强的粮食、茶叶、中草药种植专业和综合性

强的农技专业，衍生农民勤劳创新共富的理念。

聘用龙头企业、种养大户、农机大户的主要负责

人作为客座讲师，为村内群众传授致富经验和技

术指导，带动学员学习热情。

其二，市场：产品销售渠道。在徽商会的销

售方式中，常见的可以分为三个大类，分别是自

产自销、统一收购、大户收购。首先，自产自

销。对于本身有一定规模的农户，拥有着自己的

分销渠道和加工中心，对于产出的作物可以通过

现有技术水平，利用自有工厂等进行加工、包

装，并以多手段、渠道销售。其次，统一收购。

对于没有自建工厂或销售渠道的大户或地区散

户，或是拓宽发展方向的有自己工厂的农户，将

全部或一部分的初级农产品，按照商定的价格进

行出售。收获季节来临时，商会客户会直接进入

农产品产地进行采摘和统一的收购。最后，大户

收购。对于经验和规模不足的散户，会选择将自

家的农产品出售给大型农户，以求规模化、商业

化的收购能形成一定的产品效应，从而产生比自

销更高的利润，由其收购后统一进行再加工并获

得更高利润。这些销售方式归根结底受市场规律

左右，受供需关系的动态变化影响，在公平公正

的基础上交换资源和市场，达成共赢的结果。

3.  自愿参与：多方互动形成合力　

农民的人口基数大小和农民这一群体的积极

性是否能被充分调动决定了农民的再组织化成功

与否。充分发挥农民的主观能动性和引导农民回

乡建设成为了最需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吸引农

民回乡开展劳务工作甚至是投资产业，必须具备

合理、积极的政策，运营的技术、人力等保障和

支持。客观条件的吸引之外，应着重宣传乡村建

设情况及故乡情怀，吸引广大在外务工人员发挥

主观能动性，为家乡引入外部的资源、生机，借

多年在外打拼的经验与对家乡的情怀、理解，一

同开发适宜的产业集群，一同建设自己的家乡。

优惠的政策、鼓励创业的土壤与风气、背井离乡

的遗憾将会共同对外出务工人员造成影响，为其

提供归乡发展、建设家乡的可能性与希望。各级

政府应借此机会出台相关人才创业政策及计划，

吸引人才归乡建立产业或加入产业集群，以外来

经验和技术水平等加快家乡脱贫致富的脚步。在

政府的宣传和引导下， J 镇的许多外出务工人员

决心返乡，抓住政策风口，投身家乡建设。“徽

商会”这一组织在此进程中发挥着积极重要的推

进作用。

其一，家庭关系羁绊。家庭作为社会最基本

的单元和情感连接纽带，家庭关系因素或需求在

这一常住人口比例提升中的影响不言而喻。在调

研中，回乡发展或留乡发展的务工人员反馈原因

有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一些家庭由于家中有生

病老人、年迈无法自理老人、孕妇、儿童需要照

顾等客观原因，必须回乡发展或是回乡意愿强

烈，如受访者李 XX 为了照顾残疾的丈夫自愿回

到家乡发展；另一部分是自愿回乡的中青壮年，

在政府支持和“徽商会”的宣传下，学成归来，

自愿投身家乡建设与自我提升，多年来为家乡建

设添砖加瓦，成绩斐然。

其二，故乡情怀。调研报告显示，许多居民

都具有浓烈的故乡情怀，因客观经济条件刺激或

是资源优势选择外出务工，寻求更高的报酬和更

广阔的发展前景。如有合适的政策支持和家乡发

展机会，能令其取得合理的报酬，愿意回故土发

展。近年来为了鼓励和吸引外出务工人员返乡，J
镇政府和“徽商会”共同草拟和出台了多项鼓励

政策和措施，并利用现有资源邀请专业人士对就

业或产业发展进行专业性的指导，加快了乡村建

设的步伐。根据乡村特点结合专业建议， J 镇混

合开发了多项乡村产业，开发乡村旅游、打造特

色旅游品牌，创办属于自己的徽商会，吸引人才

返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两类人群的归巢意愿

空前，有建设家乡热情但需要技术指导和支持的

普通外出务工人员，经由专业技术指导可提升专

业化技能投身家乡建设。在获取合理报酬的同时

可以兼顾家庭，稳定乡村基本人员结构，扩大乡

村人员队伍。另一类是外出学习或提升专业技能

的技术人才或投资企业家，家乡的发展建设速度

和前景变化为他们提供了新的就业、投资选择。

结合政策红利和故乡情怀，很大一部分人员选择

返乡建设。乡愁和思乡情怀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

催化剂的作用。如受访的谢 XX，结束了漂泊的

日子，毅然回乡发展羊肚菌产业，扩大家乡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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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市场，解决乡亲就业问题，带领乡亲学习技术

本领，掌握一技之长，提升经济水平。

五、结论与反思  

事实上，中国不管发展到何种阶段，还会存

有大量的小农户。面对城镇化发展战略的大力推

进，乡村如何再组织起来，已然型构为乡村建设

行动的重要现实课题之一。乡村的再组织化是实

现乡村社会秩序及其结构的重构与整合的集体行

动依托。基于组织赋权—资源集聚—自愿参与的

三维行动，得以构建出“再组织化”的分析框

架，型塑为乡村振兴战略在地化的治村理论逻

辑。文章以 A 村徽商会为案例研究对象，实证发

现：基于党建引领下架构了运营框架以及创建考

核制度，促成组织赋权行动；通过农民技能培育

与拓宽市场渠道，促成资源集聚行动；依托于多

方家庭关系与故土情怀的互动合力，促成自愿参

与，最终以“徽商会”的再组织化促成了 A 村治

理秩序的重构。

依托于徽商会再组织化实践的三维集体行

动，为 A 村乡村振兴提供先验性可行经验。但

是，借鉴 A 村再组织化实践中，如下问题仍然值

得进一步深思：首先，资金保障是一个组织运行

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对于徽商会来说，资金的来

源有限的问题，为其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和局限性。参差不齐的经济水平和民间社会组织

的自身局限性，使其扩充资金的困难程度大大增

加，也限制了其发展寿命。A 村徽商会面临同样

的问题，政府资金调拨、募捐费用和会员会费均

为象征性投入或收取，仅能维持基本的组织运

营，缺失经费的调拨政策和会员会费缴纳规则则

加剧了这一经费短缺的现象。另一收入来源——

成员募捐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无法作为稳定的

社团收入，无法维持社团的社会化运营和活动的

开展。其次，由于社会团体的相关法律法规缺

失，没有完整、规范化的民间组织相关法律或规

定，很多社团升值不具备应有的法律地位和权

利，如徽商会的合法性就有待证实。现有的 《社

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办法》 和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无法涵盖

社会团体的身份合法性、运营模式、费用监管模

式等相关问题，具有明显的缺失。最后，徽商会

与政府的关系和运营分工上也存在着界定不明确

的问题，基于政治政策和经济给付关系的上传下

达的政策格局形成已久，社会团体无法脱离政府

指导和干预形成平等互助、相辅相成的格局，限

制了社会团体的发展。基层政府掌握了垄断性的

资源，包含政策资源、物质资源、人力资源等，

社会团体想要健康稳定的发展需要得到政府的认

可和支持，或是其负责人、成员等拥有大量独立

于政府的个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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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organization：  the governance logic of the reconstruction of order in a village——taking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of village A as an example

ZHAN Guohui1，2

（1. Government Management Research Center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jing  210023，  China；

2. Jiangsu Research Center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Nanjing  

210013，  China）
Abstract： How to reorganize the countryside has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practical issues of rural construction.  Reorganiza‐
tion of rural areas is the carrier of the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social order.  Based on the three-dimensional action of organizational 
empowerment，resource concentration and voluntary participation，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reorganization" can be construct‐
ed，and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village governance in the localiz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can be shaped.  Taking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of village A as the case，the empirical findings are as follows：constructing the operation framework and as‐
sessment system to promote the organization's empowerment action；cultivating farmers' skills and broadening market channels to 
promote the resource concentration action；promoting voluntary participation by relying on the interaction of multiple family rela‐
tionships and local feelings and finally reorganizing the collective action， which contributes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village gov‐
ernance order and the overall revitalization of the countryside.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Reorganization；Reconstruction of order；Collective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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